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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意指实践与隐喻机制

刘　涛

摘　要：符号抗争是我们理解表演式抗争的一种重要的分析范式。表演的目的是有意制造 “图像事件”，

从而借助视觉化的意指实践实现社会动员的意义功能。意指实践强调视觉文本本身的形式构成分析以及文本

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模式和指涉结构分析。在符号表征维度上，表演式抗争的意指过程体现为对图像聚合轴上

某些关键性的组分元素进行戏剧性的、游戏化的、偷袭式的篡改，从而在视觉景观上制造了一个个扩张性、

不稳定的、破坏性的 “刺点”。视觉 “刺点”构成了图像语义分析的符号起点，其功能就是对画外视像的符号
“标记”与意义 “召唤”，从而在符号聚合实践上搭建了一个抗争性话语形成的伴随文本语境。聚合实践对应

的思维基础是文化概念上的隐喻思维，即通过对经验系统中某种普遍共享的符号意象的激活与再造来重构底

层话语的想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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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符号抗争与 “图像政治”的兴起

“图像政治”（ｉｍａｇ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是当前社会抗争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强调借助图像化的视觉方
式进行社会动员，并且在图像维度上编织抗争性话语的生产实践。凯文·迪卢卡 （Ｋｅｖｉｎ
Ｍ．Ｄｅｌｕｃａ）在 《图像政治：环境激进主义的新修辞》中将图像事件 （ｉｍａｇｅ　ｅｖｅｎｔｓ）视为新社会运
动的一种新的修辞观念［１］（Ｐ５１）。在当前社会普遍而深刻的 “图像转向”语境下，社会问题建构与公
共舆论生成越来越多地诉诸于 “图像事件”的方式［２］（Ｐ３２０）。图像的社会动员优势，主要体现为图像
相较于文字而言的 “争议”（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建构能力。正因为图像的在场，争议被赋予了极大的戏剧
性，这完全符合视觉文化时代议题建构的叙事逻辑［３］（Ｐ５９）。具体来说，相对于语言文字而言，图像
的表意系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不同群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预设的话语立场来赋予图像符号一定
的意义，进而在图像所创设的修辞体系中开展合法性争夺实践。
由于图像具有强大的争议建构能力，它便成为通往公共领域建构的修辞资源，其结果就是将图像

推向了议题生成的中心地位。如果说语言的修辞产物是 “逻辑”，图像的修辞产物则是 “意象”［４］（Ｐ３７）。
“逻辑”延续了一种理性主义范式，“意象”则直接诉诸于人们的无意识系统，而且更多地在情感维度
上作用于人们的认同体系，因而传递了一种更具劝服性的话语形式。概括来说，在视觉文化语境下，
由于图像及其深层的视觉性问题主导了当前时代的文化逻辑，图像事件便意味着底层抗争的一种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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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辞实践，即强调在视觉修辞维度上编织抗争性话语的生产，进而借助图像化的方式实现公共议题
建构的话语目的。
当图像成为争议或认同建构的符号形态，并且作为一种主导性的符号话语作用于社会系统的动

员结构，“图像政治”便成为一种逼真的政治观念与实践。“图像政治”并不是某个阶级的特有 “语
言”，任何群体都可以征用相应的图像资源并且沿着图像的功能和逻辑实现争议或认同的建构，从
而将自身话语合法化———底层群体可以在图像维度上编制抗争性话语的生产，而权力阶层则同样可
以 “以图像的方式”完成权力话语的合法建构与视觉传达。
本文关注表演式抗争这一典型的 “图像政治”实践。表演式抗争通过制造某种戏剧化的、消费

性的、参与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并表达抗争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如今，在讨薪、
维权、环保、问政等底层抗争实践中，表演式抗争逐渐成为一种愈加普遍的抗争形式。我们不妨先
列举几个表演式抗争的典型案例：２０１１年，针对企业暗查 “乙肝”问题，“乙肝斗士”雷闯对政府
的调查结果极为不满，随即为广州市人社局赠送了一篮 “鸭梨”，意为 “压力很大”；２０１２年，农
民工 “苗翠花”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天津汉沽殡葬管理所讨要１４００万工
程款；２０１４年，由于拆迁补偿款纠纷以及上访后被关 “学习班”，７名上访村民统一身穿白衣，在
中国青年报社门前集体 “喝农药”，希望得到媒体和政府的关注……显然，从这些抗争实践的发生
过程来看，它们并不是随意发挥，而是 “往往采用某种能让当地人心领神会的地方性风格”［５］（Ｐ６３）。
与群体性事件不同，表演式抗争更多的是一种表演实践。表演的目的并非 “在现场解决问题”，而
仅仅是为了生产符号，也就是精心制造一些有助于社会化传播的视觉符号。换言之，这些图像所记
录的并非抗争的全部，而仅仅是表演的瞬间，从而通过表演的方式达到社会动员的目的和功能。
因为是 “现场表演”而非实质性的 “现场抵抗”，表演式抗争呈现出一种新的抗争剧目 （ｒｅｐ－

ｅｒｔｏｉｒｅｓ）。剧目原本是戏剧艺术中的一个术语，意为戏剧艺术的剧本结构与形式特点，而后被查尔
斯·蒂利挪用到 “抗争政治”研究的概念系统，旨在思考抗争行为的类型、景观与风格问题。简言
之，剧目就是个体或集体行动中所采用的抗争形式。纵观人类社会的抗争史，“当一种斗争表演获
得了明显成效时，它就成了未来表演的可资利用的范本”［６］（Ｐ５６）。而这种 “范本”被反复地征用、演
绎和发挥，就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剧目形态。蒂利通过对十八世纪以来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组
织起义、占领公共场所等典型的抗争剧目研究，发现任何剧目在外部形式与内在诉求上都呈现出一
种 ＷＮＵＣ展示方式。
所谓 ＷＮＵＣ展示，强调采用声明、标语或标志等形式表达诉求者的价值 （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统一

（ｕｎｉｔｙ）、规模 （ｎｕｍｂｅｒｓ）和奉献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５］（Ｐ６３）。简单来说，“价值”强调抗争过程中所坚
持的观念体系以及呈现的格调和境界；“统一”强调徽章、服饰、口号等符号体系的一致性；“规
模”强调同盟者和支持者的数量构成；“奉献”强调抗争过程中参与者的不畏艰难和行动付出。不
同的抗争剧目，对应的 ＷＮＵＣ展示方式是不同的。相对于以直接冲突和群体暴力为抗争手段的群
体性事件，表演式抗争主体在对现有政治机会结构理性评估基础之上而采取了一种表演式的、个性
化的、戏剧性的、非暴力的抗争剧目，其对应的 ＷＮＵＣ展示方式既体现了特定政治机会结构下的
底层抗争智慧，也是对社交媒体语境下普遍流行的视觉动员行为的微妙演绎。
如何分析表演式抗争的剧目形式及其发生原理？笔者曾对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特征及其发生机制进

行研究，提出了表演式抗争研究的几种分析范式①———视觉抗争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情感抗争 （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仪式抗争 （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和身体抗争 （ｂｏｄ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本文尝试探索另一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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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涛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



能的分析范式———符号抗争。之所以提出 “符号抗争”这一分析概念，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
一，视觉抗争、情感抗争、仪式抗争和身体抗争虽然强调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认识表演式抗争的剧目
机制和抗争原理，然而，任何一种分析范式都承认抗争发生的符号基础，即底层群体竭力呈现的视觉
话语、情感话语、仪式话语、身体话语都是在符号维度上编织并生产的，并且存在一个深刻的符号诠
释逻辑。如何在符号维度上把握抗争性话语的生产原理，本身就是一个可供探讨的分析框架；第二，
不同于赵鼎新、于峥嵘、应星等学者重点提及的 “以死抗争”、“以势抗争”、“以理抗争”、“以法抗
争”、 “以气抗争”等抗争形式，表演式抗争的诉诸对象和工具话语实际上是符号本身①。如果说
“死”、“势”、“理”、“法”、“气”从不同的维度上揭示了抗争发生的话语依据，“符号”则不仅揭示了
抗争发生所依赖的话语载体和传播形式问题，同时揭示了抗争性话语的动员方式、生产机制及其意义
过程。因此，从符号学的理论视角揭示表演式抗争的话语过程与意义实践，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理论路
径；第三，不同于传统社会抗争竭力 “在现场解决问题”，其 “符号生产”与 “符号动员”过程在时
间逻辑上是同步的，在空间逻辑上是同一的，表演式抗争的 “事件现场”却有着更为复杂而模糊的指
涉体系。表演在现场，动员在别处，成为表演式抗争不同于其他社会抗争形式的本质差异。之所以存
在这一特殊的抗争逻辑，是因为 “符号生产”与 “符号动员”过程的分离，而这一 “分离”过程又涉
及一个深刻的意义逻辑。
由于符号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意义发生的符号系统内部，从符号维度

上把握 “符号生产”与 “符号动员”的内在意义逻辑，而这一过程又涉及理解表演式抗争文本的意
指实践 （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问题。意指实践不仅强调符号文本自身的形式构成问题，同时强调
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模式与指涉结构，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指涉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这种指
涉逻辑是在何种概念框架下被合理化的。把握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符号运作的意指实践，有助于我们
相对清晰地把握抗争性话语形成的微观符号原理与意义逻辑。
本文将符号抗争视为表演式抗争实践中抗争性话语生产的一种话语形式，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

义：第一是抗争媒介层面上的符号抗争，主要强调通过对特定符号形式的征用与再造，从而在符号
意义上重构一种通往合法性争夺的 “语义场”；第二是抗争逻辑层面的符号抗争，主要指抗争政治
的本质是一场符号实践，即抗争性话语的生产既是在符号维度上生成的，也是通过符号化的意指过
程实现的。如果说前者旨在揭示社会抗争的工具与形式问题，后者则聚焦社会抗争的原理与方法问
题。简言之，“作为抗争工具”的符号抗争与 “作为抗争逻辑”的符号抗争，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
符号抗争的内涵与特征的两个基本面向。本文立足于表演式抗争这一特定的社会抗争形式及其对应
的剧目形态，主要从符号学视角探讨符号抗争的逻辑与过程，一方面希望在符号学意义上把握表演
式抗争行为的符号意指实践，即能指本身的形式构成以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模式和指涉结构，
以此理解表演式抗争实践的符号表征原理，另一方面希望借助表演式抗争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抗争形
式，相对清晰地把握符号抗争本身的语义过程与分析路径。

二、视觉 “刺点”：视觉构成分析的 “语义”起点

如果说表演式抗争的修辞实践体现为图像事件，其标志性的符号形式则是一个个具体的图像文
本。如何开展图像的意指实践分析，视觉修辞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无疑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分析范
式和批评路径。视觉修辞是借助图像化的方式开展 “劝服性话语”生产的符号实践［７］。一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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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并不是否认“以死抗争”、“以势抗争”、“以理抗争”、“以法抗争”和“以气抗争”实践中的符号行为，而只是强调符号在
抗争发生中的功能、性质和逻辑角色是不同的。



类似于瓦尔堡学派图像阐释学的三个层次①，视觉修辞分析可以从三个维度切入，分别是视觉形式
分析、视觉话语分析和视觉文化分析。视觉形式分析是视觉话语及其意指实践研究的符号起点。不
同的图像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体系，首先离不开图像本身的形式与特征，也就是图像文本的元
素构成与编码原理。在操作方法上，视觉形式分析侧重对 “颜色集合、空间集合、结构集合和矢量
集合等视觉元素的规律探讨”［８］（Ｐ３０８）。玛蒂娜·乔丽认为视觉形式分析其实就是图像的 “自然性”
分析，也就是视觉成分分析，具体包括形式、颜色、组成、画面品质 （ｔｅｘｔｕｒｅ）［９］（Ｐ６５－６６）。简言之，
视觉形式分析尝试接近视觉文本的 “语法”问题，即视觉元素是沿着何种可能的 “逻辑”组合在一
起，进而形成一幅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苏珊·桑塔格 （Ｓｕｓａｎ　Ｓｏｎｔａｇ）早在１９７７年的 《论摄影》
中已经指出，照片不仅在展示一个形象的世界，但如果仅仅在模拟与仿照的技术层面谈论摄影问
题，显然不足以揭示摄影作为一种观看实践的哲学想象力。在桑塔格看来，“照片乃是一则空间与
时间的切片”，也就是 “将经验本身转变为一种观看方式”［１０］（Ｐ３３－３５）。显然，作为一种实践形态，摄
影不仅揭示了观看的哲学，还揭示了观看的语法。由于图像的 “拟像性”特征决定了图像内容和图
像形式的同一性，“观看的语法”本质上离不开图像形式意义上的视觉构成分析。
图像是否存在一定的形式 “语言”？按照威廉·米歇尔的观点，相对于语言作为任意的能指，

图像是 “假装不是符号的符号，伪装成 （或对信徒来说，实际上获得了）自然的知觉和在
场”［１１］（Ｐ５１）。通过追溯维特根斯坦以来图像与语言的辩证关系，以及语言从未放弃对 “逻辑空间中
的图画”的不懈追求，米歇尔认为二者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经与纬的关系。米歇尔因此断言：“现代
图像，犹如古代的 ‘相似性’观念，至少揭示出了其内在机制是语言这一事实”［１２］（Ｐ５１）。从符号学
上讲，由于 “表意过程是一种 ‘形式’”［１３］（Ｐ１３７），视觉形式分析的核心是探讨意义生成的 “形式之
谜”。罗兰·巴特充分意识到图像形式研究的哲学价值，并将其视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巴特的图像研究思路比较特别，他对这些技术的、历史的、科学的图像研究路径通通予以否

定，甚至表达了极大的厌烦②。正如巴特所说：“令我恼火的是，我发现没有一本书正确地谈论了
那些让我感兴趣的照片，即那些让我高兴或感动的照片。”［１３］（Ｐ９）于是，巴特的图像研究源于情感维
度上一个朴素的观看欲望：为什么有些图像打动了我？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巴特于１９７９年出版了
《明室：摄影纵横谈》一书，旨在从图像形式本身出发，探讨主体的 “观看”实践及其深层的形式
哲学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对一幅图像如此着迷，是因为那里储藏着一个巨大的 “形式之谜”。那么，
如何理解图像的形式，即图像构成的可能的语法，巴特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将图像本身的
形式语言与主体认知的接受体验结合起来，进而在这一研究路径下开始了自己的图像历险之旅。巴
特甚至说道：“面对某些图像，我希望自己是个野蛮人，没有文化。”［１３］（Ｐ１０）显然，巴特拒绝关于图
像的技术的、科学的、历史的研究，而是将主体的观看体验整合到图像的形式分析视野。 《明室：
摄影纵横谈》聚焦于 “观看”实践，同样延续了桑塔格的图像哲学研究路径，只不过推向了图像的
形式哲学维度，即 “观看”的形式哲学问题。
巴特的图像形式研究源于他对两种图像风格的考察：一种是单向度的图像，意为画面中的元素

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整体上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另一种是不确定的图像，认为画面中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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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瓦尔堡学派代表人物欧文·潘诺夫斯基（Ｅｒｗｉｎ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将瓦尔堡学派的图像阐释方法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图
像本体阐释学，第二是图像寓意阐释学，第三是图像文化阐释学。参见 Ｅ．Ｐａｎｏｆｓｋ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９．

罗兰·巴特将当时的摄影研究归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性的摄影研究，“为了‘看到’摄影的意义”；第二类是历史性
的或社会学性质的摄影研究，“为了考察摄影的总体现象”。参见：［法］罗兰·巴特 ．明室．赵克非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页。



一些反常的元素，它们总是试图突破画框的限制，呼唤着一些新的意义。前者给人的感觉是和谐、
稳定、意义明确，后者则在竭力破坏这种稳定感，给人一种慌乱的、不安的、难以捉摸的感觉。图
像之所以会形成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系，是因为画面中的元素特征决定的，即不同的画面元素及其构
成法则决定了主体的不同体验。换言之，不同类型的图像元素，传递的是不同的情感体验。为了从
概念上来命名相应的图像元素，巴特认为现有的法语词汇中都很难表达这种特殊的情感体验，他因
此专门借用了拉丁语中的两个概念———ＳＴＵＤＩＵＭ （“展面”）和ＰＵＮＣＴＵＭ （“刺点”）来区分不
同的图像元素。
所谓 “展面”，意味着画面中那些相对比较工整的图像元素，它们并未尝试制造某种剧烈的视

觉冲突，在画面形式上呈现出温和、统一、和谐、富有条理的视觉特征，因而强调 “摄影和社会和
解”，其功能就是赋予照片一般的认知功能——— “传递消息，再现情景，使人惊奇，强调意义，让
人向往”［１３］（Ｐ４３）。巴特承认，“展面”所引发的只是 “一般兴趣”， “所调动起来的是 ‘半个欲望’，
‘半个愿望’，这和我们对一些我们觉得 ‘好’的人、景色、衣服、书籍所产生的模模糊糊、‘光滑
的’、无须承担责任的兴趣，是一路货色”［１３］（Ｐ４２－４３）。显然，“展面”所揭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图像
风格，它们不过是一些 “有分寸”的表达，形成我们关于图像本身的直观认知。在巴特看来，“展
面”不过是一种 “平庸的修辞”，而真正让他着迷的则是画面中那些猝不及防的 “刺点”。

“刺点”常常是画面中的某个 “细节”，是一种 “说不出名字”的刺激物，那里储藏着巨大的反
常性和破坏性，它的存在总是引诱人们去琢磨一些难以捉摸的画外意义。一般而言，“刺点”可以
是一些特殊的文本，也可以是文本局部，其特点就是试图打破常规，风格上与其他信息点 “格格不
入”［１４］（Ｐ２６）。正如巴特所说：“我能够说出名字的东西不可能真正刺激得了我。不能说出名字，是一
个十分明显的慌乱的征兆……好像直接看到的东西对语言产生错误的导向，让语言竭力去描述，而
这种描述总会错过产生效果的点，即 ‘ＰＵＮＣＴＵＭ’”［１３］（Ｐ８２－８３）。如果说 “展面”的功能是竭力维持
元素之间的稳定结构与和谐状态，“刺点”则意味着画面中一个个跳动的、反常的、不拘一格的画
面元素，所传递的是一种偶然的、错乱的、令人不安的情感体验。在图像意义的诠释体系中，由于
“刺点”对文本常规的挑战和破坏，其表意特点就是将观者引向画面之外，因而创设了一个我们理
解 “画外之物”的精神向度［１５］（Ｐ１６８－１６９）。
在视觉画面的符号构成体系中，“展面”和 “刺点”不仅是对图像元素性质的命名与界定，同

时揭示的是图像文本结构的要素关系与风格特点，因而构成了视觉形式与语义分析的符号起点。通
过对 “展面”和 “刺点”的要素识别及其关系确认，我们可以把握图像的形式与构成问题。必须承
认，“展面”和 “刺点”所对应的意义是不对等的。如果说 “展面”更多的是在 “拟像性”维度上
呈现画面的直接意指，“刺点”则不断地触碰画框的边界，悄无声息地召唤着一切可能的画外意义。
图像话语分析往往离不开对视觉 “刺点”的意义内涵分析［１４］（Ｐ２６）。因此，在表演式抗争所呈现的图
像景观中，如何对画面中的 “刺点”元素进行识别和分析，如何把握画面中不同元素之间的组合逻
辑，又如何理解画面构成的意义系统，成为视觉构成分析的 “语义”起点。接下来我们从视觉 “刺
点”的符号结构与构成逻辑切入，探索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符号抗争的发生机制与修辞原理。

三、抗争性话语生产的双轴结构与聚合逻辑

表演式抗争所呈现的视觉图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像文本，而是巴特特别强调的那种 “展面”
和 “刺点”共存的图像。在巴特看来，纯粹 “展面”意义上的画面只能算是一些平庸的图像，而画
面中那些突显的、偶然的、令人震惊的 “刺点”则是对图像常规意义的复活，使得图像看起来让人
深省，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相对于 “展面”，“刺点”驻扎着晃动的事实，反常的秩序，慌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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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模糊的意义。如果说 “展面”意义上的画面可以 “呐喊”，但它却难以跳出或撼动人们既定的
认知框架，而 “刺点”则提供了一个突破画面常规意义的符号管道，进而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呼
唤画面之外的象征意义。在 “刺点”位置上，意义最为饱满，信息增长也更快，因此往往会成为视
觉修辞实践中特别关注的区域。要获得 “图像事件”中关于图像文本的诠释体系，一方面要立足于
“刺点”和 “展面”的组合方式与结构关系，另一方面要聚焦于 “刺点”元素本身的选择逻辑及其
构造的视觉风格。显然，这一逻辑思路本质上涉及符号构成的双轴关系。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１６］（Ｐ１７０）。组合关系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和聚合关系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是认识符号结构的基本认知维度。罗曼·雅各布森对符
号文本的双轴关系给出了极具洞见的概括：组合关系是符号元素之间的邻接 （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聚合关系
则体现为符号元素之间的相似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１７］（Ｐ２３９）。索绪尔将组合与聚合视为两种关于关系认知的思维
方式：“它们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二者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１６］（Ｐ１７０）具体来
说，组合反映的是组分之间的句段关系，它是以长度为支柱的，“是在现场的”，“以两个或几个在现
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聚合反映的是组分之间的联想关系，强调 “把不同在现场的要素联
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１６］（Ｐ１７１）。简言之，“组合是以在场的形式出现，而聚合则是以替代与置换的关系
出现”［１８］（Ｐ１７）。对于视觉文本而言，我们之所以强调借助组合与聚合关系来认识图像的形式问题，是考
虑到图像本身的构成特征：任何图像都是一系列微观组分在平面意义上的 “链接”，即对应的是一种
组合关系；而任何图像文本中的微观组分，其实都存在多种被替代或置换的可能性，因而构成的是一
种联想意义上的聚合关系。显然，通过对不同视觉组分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研究，可以接近图像构
成的基本形式问题。
然而，由于组合与聚合关注是的视觉符号构成的结构问题，而符号结构分析的前提是视觉景观中

构成组分的识别与确认。如何对视觉文本中的具体组分进行识别？巴特的 “展面”和 “刺点”探讨恰
恰在情绪认知维度上揭示了画面中不同组分的识别原理，即通过把握视觉文本中不同组分的情绪特点
和意义 “深度”，我们可以对画面中的具体组分进行识别和确认。任何视觉文本都是一系列具体的微
观的视觉组分的逻辑组合，每一个组分元素在整个文本的意义体系中是不对等的。某些元素所处的视
觉位置往往会成为视觉焦点，甚至主导了文本的意义体系。而这些尝试冲刷常规经验系统、破坏画面
稳定性、开掘画外联想空间、制造文本象征意义的视觉组分便是我们所说的视觉 “刺点”。
巴特虽然表达了对 “刺点”的浓厚兴趣，并且承认 “刺点”所产生的特殊的意义效果，但他依旧

坦言：“产生效果的地方却难于定位，这效果没有标记，无以名之；然而这效果很锋利，并且落在了
我身上的某个地方，他尖锐而压抑，在无声地呐喊。”［１３］（Ｐ８３）在表演式抗争所呈现的图像景观中，视觉
文本并不符合常规意义上的元素类型及其组合方式，而是饶有趣味地打量着一切可能的画外意义。简
言之，这些图像中蕴含着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难以捉摸的视觉 “刺点”，正因为视觉 “刺点”的
“在场”而丰富了图像的戏剧性内涵，进而加速了图像在公共场域中的关注热度和传播速度。
必须承认，表演式抗争所呈现的是一些特殊的图像景观———它以新闻照片的 “模样”出现，但却

在视觉形式上打破了我们经验系统中关于新闻事实的原初想象。在 “农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
薪事件”中，当经验系统中的 “外交官”被替换为讨薪的 “农民工”，“农民工”这一元素拓展了画面
的想象空间，颠覆了原有经验系统中符号构成及其认知框架，同时赋予了画面一种强大的戏剧性内
涵，因而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觉 “刺点”。同样，当江西农民工在省高院门口 “抄党章”以伸张
诉求时，画面中的 “党章”打破了我们关于农民工日常实践的原初想象，同时也超越了我们常规意义
上的理解方式。“党章”无疑构成了一个 “乱入”的视觉组分，然而恰恰是这一违反常理的组分元素，
却成为一个意义增长最为迅速、意义深度最为饱满、意义结构最为复杂的 “刺点”。由此可见，视觉
“刺点”创设了一个特殊的 “空间场所”和 “语义管道”，因而构成了抗争性话语生成的符号焦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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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性话语的生产不能忽视视觉 “刺点”本身的 “出场”方式及其构造的新的意义体系。
通过对视觉 “刺点”的识别，我们可以沿着 “刺点”试图撕开的符号 “管道”和意义 “切口”，

进一步把握表演式抗争的视觉构成关系和视觉话语方式。在通往 “图像政治”的视觉符号图景中，
组合轴上的话语实践体现为不同组分元素链接形成的视觉拼图，聚合轴上的话语实践则体现为视觉
拼图中特定位置的组分元素被其他元素进行置换的符号行为。一般来说，聚合轴上的各个组分之间
是一种排他的、互斥的、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当一种组分获得 “在场”的机会时，实际上已经宣
告了其他组分的隐退甚至消亡。符号文本的意义实践最终只能由唯一 “在场”的特定组分来 “表
述”。换言之，组合轴上的各个组分都是 “在场”的，而聚合轴留给我们的只有某个特定的组分，
其他组分都是 “离场”的。
进一步审视聚合轴上的各个组分，彼此之间虽然是雅各布森所说的基于相似性和类比性而形成

的集合关系，但是当其中某一个组分一旦从垂直竞争关系中 “脱颖而出”而成为唯一合法的组分元
素，它实际上已经被抛入了一个更大的组合关系中。具体来说，尽管聚合轴上各个组分之间具有相
似性或类比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组合关系中所呈现的 “整体意义”也是相似的，相反其意义可
能是存在差异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因此，组合关系相对比较容易把握，其基本的分析思路是视
觉画面中各个组分之间的平面构成分析。而聚合关系依赖的认知逻辑则是聚合轴上不同组分之间的
比较认知和类比认知。视觉 “刺点”之所以成为一个意义焦点，恰恰是建立在我们对聚合关系的发
现、识别与确认基础上。换言之，正因为视觉 “刺点”所对应的 “在场”的组分代替或置换了原本
经验系统中 “离场”的组分，它才成为一个反常的、矛盾的、冲突性的视觉元素。因此，视觉 “刺
点”不仅是在聚合轴上发现的，同时也是在与被置换的其他组分的类比关系或对比关系中发生作用
的。通过对符号运作的双轴关系的识别与分析，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发现、识别并定位视觉 “刺
点”，从而相对清晰地把握抗争性话语生产的符号结构及其视觉语言系统。
概括来说，视觉 “刺点”是对画外意义的 “标记”，表演式抗争的意义生产可以简单概括为组

合关系中的聚合实践与过程———由于经验系统中聚合轴上的组分被一种对立性的、冲突的、反常的
人为构造的组分置换了，因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原有经验结构的新的组合关系，而这种新的组合关系
产生了一种挑战原有经验系统意义合法性的新的意义体系。因此，表演式抗争的视觉意义实践及其
对应的符号抗争逻辑，更多的是聚合轴而非组合轴上发生的。如果说原本的经验系统意味着一种符
号结构，那里沉淀的是一种稳定的认知系统，其意义体系也具有普遍的认同基础，然而当经验系统
中的某一组分别替换为一个反常的组分，这里便成为一个意义快速增长的 “刺点”。比如，在 “农
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事件”的视觉抗争实践中，“新闻发布会”是被挪用的经验系统中
具有普遍认知基础的符号场域。作为聚合轴上最终 “在场”的组分元素，“农民工”实际上 “驱赶”
了 “新闻发布会”中原本应该在场的 “外交官”，其结果便是在聚合轴上搭建了一个可以开展垂直
分析的认知结构。由于 “农民工”和 “外交官”之间的认知关系是紧张的、冲突的、矛盾的，抗争
性话语以一种悄无声息的符号途径被生产出来。进一步讲，尽管说聚合轴上特定 “在场”的组分驱
赶了其他组分，但并未宣告经验系统中原始组分的消亡，反倒是激活了人们对于原初组分的远眺与
联想，其结果就是在聚合轴上搭建了 “在场”组分与 “离场”组分之间极为微妙的认知语境。

四、符号意象生产与伴随文本语境生成

由于底层话语在关键性的符号布局中制造了一个个反常的、突兀的、冲突性的视觉 “刺点”，
其结果就是铺设了一种矛盾的、冲突的、对立的认知语境。“刺点”的生产过程，对应的是一场深
刻的语境再造行为。符号学意义上讲，语境再造是一种重要的修辞实践，因为语境不仅对事物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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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具有引导或限定功能，同时也作为一种生产性的符号方式参与意义的直接建构［１９］（Ｐ８８）。而认知语
境的再造方法，我们同样可以在双轴运作的符号维度寻找答案。换言之，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的视觉
“刺点”之所以成为抗争性话语生产的特殊区域和意义场所，是因为这里的聚合轴上发生了符码元
素的组分置换行为———新闻发布活动中的 “外交官”被置换为 “农民工”，婚礼仪式中的 “一对新
人”被置换为 “装载机和豆腐”，祭奠行为中的 “遗像”被置换为 “手机”，民众赠送给官员的 “锦
旗”被置换为 “带刺的皮球”，维权老农跪拜的 “佛像”被置换为 “县长像”……表演式抗争了打
破经验系统中视觉画面相对稳定的意义结构和符号关系，最终通过聚合轴上的组分置换行为而重构
了一种新的认知语境。
就表演式抗争所构造的语境形态而言，主要体现为一种伴随文本语境 （ｃｏ－ｃｏｎｔｅｘｔ）。任何文本

都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和关联信息，这些 “顺便”携带的文本便是伴随文本 （ｃｏ－
ｔｅｘｔ）①。伴随文本处于文本的外围或边缘，并没有进入文本本身，但却深刻地影响了文本的表意过
程和释义行为。只有在一系列伴随文本的支持和关联体系中，文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表意的符号，
而其意义则来自于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对于一部电影文本而言，其导演信息、评论信息、类型
信息等都是典型的伴随文本。它们潜伏于电影文本的表达层之下，但却以一种隐隐 “在场”的方式
确立了一部电影的历史地位和释义方式。因此，任何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
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组合，而是一个渗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１５］（Ｐ１４１）。伴随文本对文本
释义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语境化的符号实践实现的，而文本与伴随文本所搭建的 “文本间性”关
系则是伴随文本语境②。正是在伴随文本语境的作用下，文本与伴随文本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 “对
话”结构，进而创设了一个释义行为发生的 “语义空间”。
表演式抗争精心制造的那些讽刺的、戏谑的、夸张的、幽默的、悲情的意义体系，主体上是在

伴随文本语境中生成的。正因为伴随文本语境的生成，图像文本获得了米歇尔所说的 “图绘不可见
的世界”［１１］（Ｐ４６）的语义生成基础。在表演式抗争的视觉景观中，任何图像文本都携带着一个伴随性
的经验文本，而图像文本与经验文本所搭建的语义关系便是伴随文本语境。如果将经验文本视为原
生文本，图像文本则是在原生文本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个再生文本。伴随文本语境实际上体现为再
生文本与原生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当重庆男子在商场为 “死去的手机”设立 “灵堂”时，他显然
是在推进一项微妙而神奇的伴随文本语境再造工程。他巧妙地挪用了经验系统中关于祭祀的仪式与
过程，但却保留了原生文本的基本符号元素，只不过对视觉系统局部的符号结构进行了策略性的
“改造”，即将 “遗像”替换为 “手机”，从而生产了一个戏剧性的再生文本。因此，表演式抗争所
呈现的图像文本并非纯粹的符号体，而是对其原生文本的有意 “篡改”。当一个个视觉 “刺点”被
生产出来，再生文本与原生文本之间的和谐状态被打破了，最终制造了一种或荒诞、或讽刺、或戏
谑的剧目风格和意义网络。可见，图像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形成了 “图像事件”之所以成为一
种实践形态的语言基。如果将 “图像事件”视为一个特殊的 “符号构造”，那伴随文本语境则确立
了 “图像文本”之所以成为 “图像事件”的符号基础。
如果说再生文本是对原生文本的有意 “篡改”，那 “篡改”的符号逻辑则是制造戏剧性。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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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毅衡通过引入伴随文本，尝试完善和扩展“文本间性”理论。他将伴随文本分为六种类型，即框架意义上的类文
本，类型意义上的型文本，引用意义上的前文本，评论意义上的元文本，链接意义上的超文本，续写意义上的次文本。参见赵
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伴随文本语境是我们对语境类型的一种划分。不同学者的“语境论”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对释义行为的外部环境
和意义场所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和界定，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语境形态。比如，艾洛·塔拉斯的“语境论”的将语境划分
为九种类型：历史语境、存在语境、传达语境、权力语境、社交语境、象征语境、宗教语境、情色语境、道德语境等。参见Ｅ．Ｔａｒ－
ａｓｔｉ：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性是网络 “围观”的符号要求，也是社会动员的核心 “基质”（ｍａｔｒｉｘ），因而构成了网络文本的主
要特征。然而，这里的戏剧性并非是纯粹的文本狂欢，潜伏其下的则是一系列深邃的社会主题。换
言之，底层群体的抗争诉求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在修辞智慧上则转向一种偷袭式
的、游击式性的情感抗争路径。因此，表演式抗争传递了一种新的抗争观念，它通过制造 “图像事
件”而建构了一种充满戏剧性的伴随文本语境，而后通过 “语境生成实践”① 重新对图像文本进行
“再符号化”处理，也就是重新赋予图像文本特定的戏剧性内涵。戏剧性话语之所以会以一种或幽
默、或讽刺、或戏谑、或悲情的话语形式表现出来，根本上是由再生文本与原生文本所搭建的伴随
文本语境的语义性质决定的。
如果说伴随文本的功能和性质决定了表演式抗争中戏剧性话语的生产逻辑，那如何从符号学意

义上理解伴随文本语境的语义系统？其实，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往往对应的是一个深刻的文化
过程。在符号学上，一个表意文本之所以能够上升为一个文化文本，或者说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往
往是通过对伴随文本的识别而实现的。正是借助伴随文本，文本才与文化相连接［２０］（Ｐ２）。相对于其
他文本与伴随文本的关联过程与结合方式，表演式抗争中的视觉文本启动了一套更具生产性的修辞
智慧，即通过对某种普遍共享的文化意象的激活与挪用而重构了一种语义系统。纵观表演式抗争的
剧目形态，诸如 “下跪”“结婚”“祭奠”“赠送礼物”“烧香拜佛”“新闻发布会”等符号形式则源
自一个时代沉淀的某种文化意象。
所谓意象，就是表意之 “象”，意为 “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２１］（Ｐ６３）。文化意象则是文化

概念上一种集体共享且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文化意象并非纯粹个人化的意识观念，而是深刻地指
向一个时代的霸权话语、文化习俗、历史记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命哲学或身份想象等话语
内容［２２］（Ｐ２３）。由此可见，图像文本的伴随文本并非普通的经验文本，而是指向一个时代文化深处的
某种符号意象。任何一种符号意象都拥有相应的原型基础，而原型话语又创设了一种普遍共享的理
解方式［２３］（Ｐ１０）。从这个意义上讲，表演式抗争强调对图像文本这一符号形式的生产，但在图像话语
的建构策略上则激活、挪用并再造了文化意义上的某种符号意象，进而赋予符号释义过程既定的文
化诠释框架。

五、视觉话语建构的意指结构与隐喻修辞

其实，图像话语的建构，本质上表现为一个视觉修辞过程。而图像之所以存在视觉修辞的可
能，其前提和基础是因为图像相对复杂的意指结构，即玛蒂娜·乔丽 （Ｍａｒｔｉｎｅ　Ｊｏｌｙ）所说的拟像
性逻辑之下往往存在一个巨大的暗指结构。乔丽断言：“并不是总有必要提醒和强调图像并不是它
们所表现的事物，但是却可以提醒和强调图像总是在利用这些事物来谈论其他事物”［９］（Ｐ８９）。显然，
这里的 “其他事物”则超越了 “字面上”的外延意义，而是马尔科姆·巴纳德 （Ｍｃｌｃｏｌｍ　Ｂａｒｎａｒｄ）
在视觉文化方法论中所说的图像意指的话语内容，即 “伴随着人们对视觉文化范例的认识而产生的
思想、感情和联想”［２４］（Ｐ２１０）。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图像都存在一个意涵丰富的意指系统，而只有那些被巴特称之为 “盲画

面”的图像才具有更大的诠释空间。在巴特看来，视觉 “刺点”拓展了画面的结构深度，因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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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语境生成实践”是文本意义建构的一种典型的符号行为。笔者曾提出了公共事件研究的一种符号学分析路径———
“符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话语接合实践”。其中将“语境生成实践”视为抗争性话语生产链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
义环节。参见拙作：《环境公共事件的符号再造与修辞实践———基于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符号学分析》，《新闻大学》２０１４
年第６期。



了我们理解 “盲画面”的一个意义 “切口”。按照巴特的解释，画面中的大部分元素永远无法脱离
画框本身而存在，“他们被麻醉了，被钉在了那里，像蝴蝶似的。然而，一旦有了 ‘ＰＵＮＣＴＵＭ’，
盲画面就出现了 （被猜到了）”［１３］（Ｐ８９）。可以说，由于视觉 “刺点”的生产，原有经验系统中符号意
象本身的构造法则被打破了，表演式抗争在视觉意义上最终呈现的是巴特所说的 “盲画面”。“盲画
面”拒绝了图像写实性基础上的直观表达，其释义体系依赖于画面之外的意指实践。而意象本身便
是一个存在于画面之外的构造物，那 “盲画面”的释义体系必然伴随着我们对视觉意象的识别过
程。为了把握表演式抗争的视觉 “语言”，一种可供借鉴的认识方式便是在符号实践的意指结构中
探讨视觉意象的构造逻辑和修辞原理。
由于视觉意象是借助主体的想象过程抵达的，也是在想象框架中识别的，“盲画面”的意义体

系必然指向图像的象征意义，而这一意指实践则发生在巴特关于符号意指结构的含蓄意指 （ｄｅｎｏ－
ｔａｔｉｏｎ）层面。巴特将图像的意指结构分为两级符号系统，第一级符号系统是直接意指，第二级符
号系统是含蓄意指。如果说直接意指是对我们能够通过图像直观把握的意义的理解，含蓄意指则强
调一种突破画框的象征意义，也就是 “伪装”在图像形式之中的 “神话”内容［２５］（Ｐ５０）。正是在含蓄
意指层面，图像形式的写实性被掏空了，“新的意义”自然而然地填充到原本空洞的、孤立的、贫
乏的作为形式的图像符号能指中［２６］（Ｐ２２０－２２３）。因此，相对于图像表意结构的直接意指实践，盲画面
则因为视觉 “刺点”的 “出场”而试图唤起表意结构深层的含蓄意指。正如巴特所说：“‘ＰＵＮＣ－
ＴＵＭ’是画面之外的某种东西，似乎图像把要表达的欲望置于它给人看的东西之外了。”［１３］（Ｐ９４）显
然，视觉话语建构的关键是探寻视觉文本到视觉意象之间的想象方式与思维逻辑。
通过对符号意象的征用来赋予图像文本既定的意义体系，这一过程对应的修辞原理是隐喻思

维。表演式抗争剧目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对某种符号意象的有意征用，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文化维度
上想象并填充图像文本的意义内涵。换言之，符号意象提供了一种理解图像话语的概念系统或理解
方式，使得我们能够在文化话语所创设的 “语境元语言”系统中来理解表演式抗争的视觉意义。当
我们通过一种概念系统或理解方式来代替或置换另一种概念系统或理解方式，这一思维过程对应的
修辞原理则是隐喻。隐喻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２７］（Ｐ８）。当面向一个符
号系统的解释过程出现困境时，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就是征用另一种具有普遍认知基础的符号系
统，从而沿着后者的意义系统来接近并把握前者的意义系统［２８］（Ｐ６）。
按照认知语言学观点，隐喻意味着不同意义系统在相似性基础上的转义关系，也就是不同符号

系统之间的语境置换与意义借用。正因为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似性被发现了，我们才可以沿着始
源域 （喻体）的意义和逻辑来认识目标域 （主体）的意义和逻辑［２９］（Ｐ１－１５）。美国新修辞学创始人肯
尼斯·伯克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尝试从喻体的特征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角度来把握并理解主体的意义
时，就是在提出一套有关主体的新观点［３０］（Ｐ５０３）。当喻体资源被挖掘出来，并且成为我们理解主体资
源的领悟模式，隐喻实践必然伴随着对特定认知框架的生产。其实，经验系统中的符号意象必然对
应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知框架，这使得我们可以沿着既定的框架系统来建构主体的意义体系。
在表演式抗争的图像实践中，底层话语运作的思维基础就是将经验系统中关于文化仪式与文化意象
的某些因素或属性映射到图像本身，从而达到图像意义再造的修辞目的。由于可见，视觉话语建构
的想象机制和思维基础是隐喻思维。由于视觉意象对应的是一种典型的图式话语，而图式本身意味
着一套结构化的、相对稳定的理解框架，因此视觉隐喻的工作原理就是挪用意象话语本身的逻辑体
系，并从那里获取图像象征意义建构的认知资源和意义系统。
尽管说视觉隐喻过程体现为对画外意象的想象与召唤，但是隐喻的发生同样离不开微观意义上

的符号构成问题。如前文所述，抗争性话语的生产主要是在符号运作的聚合轴上发生的，而聚合实
践的 “果实”则是对视觉 “刺点”的生产。在雅各布森的符号学体系中，符号学的双轴实践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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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是人类世界两种普遍的思维方式：组合的工作原理是符号文本构成中各个组分借助连接行为
而形成的转喻认知，聚合的工作原理则体现为聚合轴上不同组分在相似性基础上形成的隐喻认
知［１７］（Ｐ２３９－２４０）。按照雅各布森的观点，转喻是以实在主体和邻近元素之间的组合逻辑为基础，隐喻
则以实在主体和替代元素之间的相似性和类比性为基础，二者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模式。转喻和
隐喻之间的对立揭示了语言的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的根本性对立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揭示了社会系
统中不同文体风格的根本性对立的本质所在①。由于视觉 “刺点”的 “出场”是在相似性或类比性
结构中发生的，它真正替换或驱赶的恰恰是我们经验系统中习以为常的元素。显然，视觉 “刺点”
并不是完全拒绝意象的存在，也不是将意象推向认知的远处，而是重构了一种再生文本与经验文本
的伴随语境结构，语境系统中的基本符号逻辑与思维方式是聚合实践与生俱来的隐喻思维。正是借
助隐喻修辞，表演式抗争的视觉图景获得了更大的画面张力：那些承载了底层诉求与公共疼痛的话
语内容得以突破画框本身的限制而进入图像之中，图像因而获得了强大的争议建构能力，从而成为
通往公共话语生成的 “意义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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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涛：符号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意指实践与隐喻机制


